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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簇的小尺度区域生态用地功能分类 

——以重庆两江新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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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态用地功能分类是其生态价值评估及管理的基础，与生态系统服务的权衡和协同关系联系密切;对

小尺度区域进行生态用地功能分类研究有助于实现精细化生态资源管理。以重庆两江新区为例，选取该区 8种重要

的生态系统服务，兼顾生态与社会成分，基于层次聚类法得到 6类生态系统服务簇，依据提供重要生态系统服务和

维护关键生态过程的原则，对其重要性等级进行了划分;依据生态系统服务簇与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关联关系，将

生态用地定义为提供重要生态系统服务、维护关键生态过程或生态脆弱的用地空间，并按重要性将其划分为 3个等

级。研究结果表明，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簇的生态用地分类框架不仅能够最大限度涵盖生态用地的功能属性，而且能

够在空间上量化不同生态系统服务的相对比例，有助于对用地类型与生态功能之间的对应关系形成深入系统的认

识，也可为精细化生态管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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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用地不仅是维护生态安全格局的重要屏障，也是改善人居环境、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土地资源［1-3］。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快速城市化所产生的城市问题逐渐显现，“生态用地”作为“自然环境中具有生态防护功能的空间要素”［4］被

首次提出。然而，由于国外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生态用地”概念，国内学者对其界定标准也一直存在分歧，生态用地的深入研

究和精细化管理遭遇瓶颈［5-7］。针对管理实践中生态用地要与现行土地分类体系接轨的需求，不少学者从土地利用/土地覆盖现

状特征、主体功能等角度出发，进行了生态用地概念的界定和功能分类的探索［7］。然而，目前尚无定量的评估方法进一步探讨

生态用地分类的合理性。 

生态系统服务簇(eco system service bundles)是近年提出的有助于提高多功能景观管理的研究方法。2007 年，Kareiva

等［8］首次提出“生态系统服务簇”这一概念，认为自然可以被视为多种多样的生态系统服务集合。Raudsepp-Hearne 等［9］通过

对研究区 12 种生态系统服务进行空间制图和统计聚类分析，发现所形成的 6 类生态系统服务簇在空间上的分布与各类“社会-

生态”子系统存在潜在联系，并将这种“簇”定义为多重生态系统服务在空间或时间上的集聚。目前该方法主要用于识别生态

系统服务权衡与协同关系，定量分析多重生态系统服务在空间上的集聚特征［9-12］。这种特征识别的结果即为用地的主导功能。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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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生态系统服务簇概念与方法，定量评估生态用地功能分类，将是检验和完善既有分类体系的有益探索。 

本文选取生态系统服务丰富且数据可获得性较高的小尺度区域作为研究对象，以重庆两江新区为例，在分析其生态系统服

务分布特征与簇模式的基础上，探讨各类用地的空间和功能属性，为建立适于复合生态空间管理［13］的用地分类体系提供新的研

究思路。 

1 研究区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重庆两江新区介于北纬 29°33'54″—29°54'2″，东经 106°26'4″—106°45'35″之间，位于重庆主城长江以北、嘉陵

江以东，包括江北区、渝北区、北碚区三个行政区部分区域及北部新区、两路寸滩保税港区。规划面积约 1200km2，可开发建设

用地面积 550km2。2010 年，两江新区被正式批为内陆第一个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不仅成为我国内陆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

服务业基地、长江上游地区的金融中心及创新中心和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更是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先行区

和科学发展的示范窗口。 

同时，该区地势整体由西北向东南长江河谷缓慢倾斜降低，“四山夹三槽”以及“南接城北依山”的分布格局，形成了明显

的“城镇人居-生态涵养”梯度分布，是典型的“社会-生态”活跃区，生态系统服务种类丰富，对全国其他地方的生态管理与

建设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 

1．2 数据来源 

根据 Costanza 等［14-15］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分类，其中最重要的服务包括气体调节、气候调节、干扰调节、水供应、休闲娱乐、

灾害避难、文化等。两江新区作为开发开放新区，主导产业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实地调研发现，2014 年其第一产业已

被第二、三产业取代，其农牧产品供给服务数据无法获取，故本文重点关注与环境、社会、文化等相关的生态系统服务;但为与

现行土地利用分类衔接，并探讨包含水田、旱地等备受争议的用地类型的生态功能，本文仍以 2010 年两江新区土地利用数据为

基础。最终，本文兼顾生态与社会成分，选取了 8种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表 1)。 

2 研究方法 

2．1 生态系统服务空间制图 

由于空间数据的分布特征直接影响最终的生态功能分布与生态系统服务簇模式。因此，有必要对数据来源和生态系统服务

空间制图方法做进一步阐释。 



 

3 

 

地下水供给地下水不仅是城市用水的主要来源，也对地下土壤湿度的保持和水流净化起着支撑作用［16］，属于一个地区发展

的刚性约束。因此，参考两江新区 1∶25 万饮用水源保护区分布图，在 Arc GIS 中，将饮用水源地赋值为 1，其他赋值为 0，等

精度制成栅格图。 

地表径流调节地表径流可调节水质和净化污染［16］。采用年平均模拟径流作为衡量指标，基于 5m×5m 数字高程模型(DEM)通

过 Arc GIS 水文分析模块得到。 

碳固定碳固定是被广泛认可的最重要的调节服务之一［17］。基于两江新区 2010 年土地利用数据，通过 In VEST 模型计算地表

生物、地下生物、土壤及腐殖质四大碳库的综合碳储量。由于缺乏当地碳库数据，本文参考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的相关参数。同时，由于区内 200m 以下区域主要分布于河谷区，200—500m 区域主要分布于河谷与山脉之间，500m 以上区域主

要为山脉［18］，属原生自然资源，生长年限更长，具有更高的固碳能力，故在既有土地利用数据的基础上，将 500m 以上林地的碳

库参数进行了适当的调整(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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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保持土壤流失降低土壤肥力，从而降低土地生产力，还会引发滑坡等自然灾害。本文中采用修正的通用土壤流失方程

(RUSLE 模型)［19］计算得到。分别计算裸地土壤侵蚀量:RKLS=R×K×L×S，以及有管理措施和植被覆盖的土壤侵蚀量:USLE=R×K

×L×S×C×P，进而得到土壤保持力:RUSLE=RKLS－USLE。其中，R为降雨侵蚀力，K为土壤可蚀性因子，L为坡长因子，S为坡

度因子，C为植被覆盖因子，P为土壤保持措施因子。由于两江新区范围较小，区域内降雨量无显著差异，因而降雨侵蚀力 R取

为常数 1，其他因子基于土壤数据、DEM 以及土地利用数据，参考 In VEST 模型说明书得到。 

生境支持生物多样性的保持与生境质量密切相关。借助 In VEST 模型分析生境斑块在所处基质中受到的各种威胁的综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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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主要涉及:每种威胁的相对影响、每种生境类型对于每种威胁源的相对敏感性、生境斑块与威胁来源的距离以及土地受法律

保护的程度。研究区内土地的法律保护是有效的，赋值均为 1;威胁因子除各级道路、各类建设用地、工矿用地以外，还包括农

田和果园，因为农业施肥和喷洒农药等活动也直接威胁原生物种的生存。参考 In VEST 模型说明书及专家意见，确定威胁因子

与敏感性因子的权重值及威胁源对生境的最大影响距离，最后输入 In VEST 模型得到生境质量分布图。 

土壤肥力土壤有机质含量一般表征土壤对农牧业生产支持能力的高低，但在本例中其作用在于表征生态建设的成本大小。

土壤肥力越高，生态建设的成本越小，因此该项指标对于生态管理决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研究中采用的土壤有机质含量数据

分别来自渝北、江北、北碚三区的土壤数据库，经 Arc GIS 等精度转换为栅格数据。 

文化娱乐旅游景点具有较高的文化和观赏价值。根据两江新区综合游憩分布图，将郊野森林公园、大型城市公园、重要公

共服务中心、重要文化活动中心及其他区域按照重要性分别赋值为 1、0．7、0．5、0．3、0，进而反距离插值得到全域旅游景

点重要性分布图。自然娱乐森林面积越大的区域，自然观赏价值和生物多样性越高［9］。提取土地利用数据中“有林地”与“其

他林地”，赋值为 1，其他赋值为 0，制成等精度栅格图，选取森林面积比例作为指标。 

由于基础数据的最低精度为 1∶25 万，等精度转化相当于 500m×500m 栅格。为了最大限度保留数据信息，本文在也将研究

区划分为 500m×500m 格网;同时剔除完全位于建设用地中的网格，最终得到 3978 个生态网格。在生态系统服务空间制图的基础

上，统计各生态网格中各项生态系统服务总量，并进行 0—1标准化，值越大则其生态系统服务量在全域中的相对值越高(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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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生态系统服务簇模式识别 

对于 500m×500m 的格网来说，每个网格都是一个生态系统服务集合，即生态系统服务簇，但相邻网格之间相似度极大，需

要进一步的聚类。聚类分析是数据挖掘、模式识别的重要内容，是根据数据集中样本的特征相似程度，将样本划分成不同类的

过程，一般包括特征选择、算法选择、有效性验证和结果解释四个步骤［20］。为得到较为稳定的聚类结果，本文采用凝聚型层次

聚类算法，参考 CSP(Compact-Separate Proportion)聚类有效性指标［21］确定最佳聚类数目。该指标为样本的聚类离差度和聚类

合成度的比值，最大值即为最佳聚类数目。 

3 结果与讨论 

3．1 生态系统服务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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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生态系统服务在重庆两江新区的分布特征如图 1 所示。辅以各生态系统服务的 Moran'I 指数发现，除土壤保持服

务在空间上没有明显的集聚特征以外，其他生态系统服务均呈现出一定的集聚状态。社会、生态、地理因素导致人类活动和相

应生态系统服务的集中。例如人类的文化娱乐活动优先分布于较为平坦且靠近自然娱乐性高的地区，自然娱乐性高的地区分布

于碳固定、生境质量、土壤肥力等服务值相对较高的地区，地下水源供给主要集中于人口密度极小的地区。 

3．2 生态系统服务簇模式分析 

将 3978 个生态网格的 8种生态系统服务进行层次聚类，最终确定的 6 类生态系统服务簇(图 2)，别为: 

A．水源保护型。功能类型较为单一，其中地下水供给服务最显著，其他服务均较弱，分布于区内主要水源地:嘉陵江、长

江、观音洞水库和御临河西河水库。B．土壤保持型。土壤肥力和土壤保持服务显著，但其他服务较弱，分布于四大山脉之间的

低山丘陵区。C．森林公园型。森林观赏性、生境支持和碳固定服务最高，土壤肥力中等，主要分布于海拔 500 米以上的山地。

D．污染净化型。地表水供给服务最为突出，文化娱乐服务中等，其他服务水平不高，主要分布于嘉陵江。E．生态保育型。土

壤肥力最高，生境支持、碳固定、自然娱乐和土壤保持服务排第二，分布于 B和 C 类之间。F．文化旅游型。文化娱乐服务最高，

土壤肥力和土壤保持服务中等，其分布呈镶嵌式，嵌于 B中，并靠近 E 类。 

 

从各生态系统服务簇的重要性来看，水源保护及污染净化型服务簇具有不可替代的生态功能，森林公园型服务簇具有最佳

的生境，对保护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价值，因此，这三者重要性级别最高;生态保育型服务簇其次，但其缓冲作用不容忽视，是

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保证;而土壤保持和文化旅游型服务簇自然生态功能最弱。因此，就重要性级别来说，ACD 高于 E，E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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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 

从空间分布来看，这种生态系统服务簇模式与该区的“社会-生态”子系统相对应。由此可知，分析不同空间上土地利用类

型具有的生态系统服务簇模式有助于识别出“社会-生态”子系统中土地的生态功能差异。 

3．3 生态系统服务簇与土地类型的关联关系 

探讨土地利用类型与生态系统服务簇类型之间的关联关系，本文从以下两个角度展开:(1)按网格统计，识别各网格内的主

要土地利用类型(网格内面积最大的土地利用类型)，在此基础上得到各地类对应的生态系统服务簇分布比例;(2)按地类统计，

计算研究区内各用地类型所对应的生态系统服务簇分布比例。前者可滤除研究区内面积小且破碎的土地利用类型(如图 3中人工

牧草地、农村道路、港口码头、坑塘水面等)，进而识别出典型用地及其典型生态系统服务簇类型，即用地的主要生态功能;后

者则更为全面地涵盖了研究区内所有用地的生态功能，可补充完善典型生态系统服务簇之间的相对强弱关系，即用地的主导生

态功能。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按地类统计时，可能存在小面积地块受周围大环境的干扰，其表现出的主导生态功能并非源于自

身。 

 

由图 3可知，海拔高于 500m 的有林地主要具有水源保护、森林公园以及生态保育等 3种生态功能(按网格统计)，其中有近

3/4 是森林公园型，近 1/4 是生态保育型(按地类统计);海拔低于 500m 的有林地主要生态功能除以上 3种之外，还有一定的文化

旅游功能(按网格统计)，且其生态保育功能更加突出(按地类统计)。其他土地利用类型所对应的主要和主导生态功能如表 3。 

结合表 3 及图 2，可知:(1)水库水面、河流水面是重要的水源保护和污染净化用地，与人类活动关系密切(具有一定文化旅

游功能)，是提供重要生态系统服务且极为脆弱的用地类型，需重点建设和维护;(2)海拔较高的山地有林地是森林公园建设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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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而海拔较低的有林地、灌木林地、其他林地、果园具有较高的生态保育功能，是森林公园到城镇的必要缓冲池，一旦缺失，

生态系统将变得极其脆弱;(3)内陆滩涂、采矿用地周边与河流沿岸需要保留生态保育功能的绿地以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性;(4)

其他园地、茶园、其他草地、裸地、旱地、水田等多数为自然生态系统服务较弱且受人为影响较大的用地，生态价值较低;但也

有少部分因距水源保护区较近，影响到关键的生态过程，例如施肥、喷洒农药等会造成地表径流和地下水的污染，应当将其划

入生态用地，因此，判别此类用地的性质需考虑其空间属性;(5)设施农用地、机场用地无重要生态系统服务，不属于生态用地;(6)

公路用地、铁路用地、风景名胜及特殊用地、村庄、建制镇、城市等，本身不提供生态系统服务，但其与人类活动关系密切，

且部分还分布于水源保护区，因此，其周围或内部的绿地、水体等宜作为生态用地加以保护，一方面起到净化空气、防止水体

污染以及缓解城市热岛效应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提升城市人居质量的重要途径;(7)其他用地的生态功能限于研究区数据暂时

无法探讨。 

基于以上分析，生态用地具有提供重要生态系统服务、维护关键生态过程或生态脆弱等特点，具有一定的空间属性，可划

分为三个等级:生态系统服务显著的大面积有林地、灌木林地、其他林地、果园，以及生态脆弱且功能不可替代的河流、水库等

宜纳入一级生态用地;处于关键生态系统服务簇空间范围内的内陆滩涂、采矿用地、其他园地、茶园、其他草地、裸地、水田及

旱地等宜归为二级生态用地;公路用地、铁路用地沿线、风景名胜及特殊用地、村庄、建制镇以及城市内部的绿地和水体，有助

于提高人居质量，可列为三级生态用地。在生态管理中，一、二级生态用地宜全部纳入禁建区，需重点保护和完善;三级生态用

地可根据社会发展需要进行合理的建设与改造;其他用地不纳入生态用地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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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生态用地的界定与功能分类不仅是相关生态政策制定的基础，也是城市开发建设首先必须明确的问题，关系到土地资源的

合理利用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解决目前生态用地概念界定不清且分类体系混乱的问题，本文从复合生态系统理论出发，

以生态管理精度要求较高的小尺度区域为研究对象，采用生态系统服务簇的定量研究方法，对重庆两江新区用地的生态功能进

行了实证分析。基于对土地利用类型与生态系统服务簇的关联关系分析，本文总结出生态用地的界定标准，即提供重要生态系

统服务、维护关键生态过程或生态脆弱的用地空间，这与大部分学者的定义一致。但关于生态用地的分类体系，本文并不囿于

现行土地分类框架中按照社会经济属性划分的“类别”概念，而是引入生态用地的“空间”概念，将社会因子纳入用地生态功

能的权衡当中，兼顾了生态成分和社会成分在空间上的互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既有研究中关于“水田、旱地、裸地等是

否属于生态用地”的争议，为生态脆弱区的识别提供了新的视角和途径;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建立复合生态空间管理需求下的土地

分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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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存在以下不足:一、两江新区的个例不足以包含所有的用地类型，对于区域内面积较小的地类也缺乏数据支撑，因此，

要讨论生态用地分类的普适标准还有待其他案例的补充;二、研究中选取的八种生态系统服务，虽然较为典型，但服务种类涵盖

面有限，其他地区仍需根据自身的自然－社会特征加以改进;三、本文探讨了现有土地利用分类与生态系统服务簇之间的关联关

系，在此基础上得出了生态用地分类分级标准，生态用地分类与土地利用分类体系的衔接问题尚未论及，以上问题都有待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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